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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国家科学系统已融入全球科学系统，各国尽其所能利用全球知识以满足

国家经济需求，然而只有科学家才能获取和利用丰富的全球知识。因此，国家的研究

能力依赖于个体科学家的研究能力，他们进行国际合作和利用全球网络科学的能力是

关键。全球科学之不断发展、自下而上、自治、自我监管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本质需要更

深层次的理解，了解其动态的最好方法为探讨是什么推动了学术科学家的工作。笔者

对全球科学作为一个主要由私人管理和规范性自我调节的机构与全球科学作为全球

集体公共产品的贡献者之间的对比特别感兴趣，科学由国家驱动而非好奇心驱动的观

点是难以成立的。在实证方面，本文使用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的发表、合作和引文数据来描

述科学的全球化。科学的全球化意味着两种不同系统类型中的两种不同过程：科学增

长在西方世界几乎完全归因于国际合著的发表，在发展中国家则是由国际合著和国内

发表推动的。全球科学网络为新来者（国家、院校和研究团队）带来难以置信的机会。

全球系统嵌入科学家自己制定的规则中，并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进行维护，民族国家

在其科学政策中还有另一个主要的全球层面需要考虑。科学全球化为嵌入国家科学

结构和参与全球网络的科学家提供了更多的代理权、自主权、合作性和自我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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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新兴的全球科学

在国家层面，科学由两个独特且异质的系统组成：全球科学系统和国家科
学系统（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　＆Ｘｕ，２０２１）。国家科学系统已经嵌入全球科学系统，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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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出于不同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为了提高经济竞争力，尽其所能地利用全球
知识满足本国经济需求。然而获取和利用全球的丰富知识，只有通过科学家才
能实现。因此，除了其他因素，国家的研究能力取决于个体科学家的研究能
力———他们的国际合作能力和利用全球网络科学的能力是关键。
科学运行方式的全球变化是根本性的，对这些转变的描述比比皆是

（Ａｄａｍｓ，２０１３；Ｇｕｉ，Ｌｉｕ　＆Ｄｕ，２０１９；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８；Ｗａｎｇ　＆Ｂａｒａｂàｓｉ，２０２１）。
在过去的１００年里，随着全球科学努力的日益多样化，全球科学版图发生了变
化———从１９００年代美国东北部、英国和德国的绝对主导地位到２０世纪下半叶
美国沿海和欧洲大陆的领导地位，再到２１世纪亚洲的迅速兴起（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１４４４）。全球科学系统目前显示出一个更大、更具竞争力的多中心核心。
在社交网络分析方面，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主导的两极科学世界正逐渐被
包括欧洲、北美和亚太在内的三极世界所取代。
因此，过去三十年出现的是“一个真正的全球科学系统”（Ｍｅｌｋｅｒｓ　＆

Ｋｉｏｐａ，２０１０，３８９）或“多极科学世界”（Ｖｅｕｇｅｌｅｒｓ，２０１０），其中科学劳动力的分
布不同，国际合作的新趋势已经出现，传统科学强国和新进入者之间发表影响
的分布每十年就会有所不同。科学正日益成为一个由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
组成的全球系统，科学的全球联系对两者都变得越来越重要（Ｂａｒｎａｒｄ，Ｃｏｗａｎ，

Ａｒｒａｎｚ　＆ Ｍüｌｌｅｒ，２０１５）。全球科学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全球科学网络的
规模也在扩大。科学的全球化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国际研究合作，国
家之间的联系比以往更密切，从而导致去中心化（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ｕ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或科学的多元化 （ｐｌ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８）。合作仍然由美国、英国、
德国和几个欧洲国家等科学超级大国主导，但科学正在兴起的国家———尤其是中
国、然后是巴西和韩国———在全球科学网络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传统的英美学
术霸权在日益多的学术领域正受到新进入者（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　＆Ｘｕ，２０２１）的挑战。
全球科学的新兴图景与关于科学工作如何运行以及它由哪些基本层面组

成的传统观点有本质的不同；具体而言，全球科学网络挑战了科学与民族国家
（Ｋｗｉｅｋ，２００５）和福利国家（Ｍａｔｔｅｉ，２００９）之间关系的传统解释。笔者研究了
全球化压力下大学与国家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但主要关注全球化对公共部门
服务、福利国家架构和资金的影响，本文将高等教育视为公共财政的重要诉求
者，并分析高等教育与福利国家其他部分的直接竞争（Ｋｗｉｅｋ，２００５），而不是科
学的全球化本身。
从全球角度看，有关科学全球化研究逐渐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可获取

的学术投入和产出的数字化数据———研究资金、生产力、合作、论文引用和学术
流动性的数据———越来越多，这为探索科学的结构和演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
会（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如果无法访问全球数据，就不可能从全球角度研
究科学家、院校和思想的全球网络、科学的新进展、学术职业的动态、团队科学
的作用或引文动态。目前，科学的全球化在不同的概念标签和研究议程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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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探索：科学的科学（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Ｗａｎｇ　＆Ｂａｒａｂàｓｉ，２０２１；Ｃｌａｕｓｅｔ，

Ｌａｒｒｅｍｏｒｅ　＆ Ｓｉｎａｔｒａ，２０１７；Ｚ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元研究或关于研究的研究
（Ｉｏａｎｎｉｄｉｓ，２０１８）、定量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及其指标研究 （Ｇｌｎｚｅｌ，Ｍｏｅｄ，

Ｓｃｈｍｏｃｈ　＆Ｔｈｅｌｗａｌｌ，２０２０）等等，相关领域的贡献如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
学、科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学。作为大数据革命的一部分，社会科学被认为正
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随着跨学科团队的兴起，这些团队正在利用可用数据和
计算能力的爆炸性增长（Ｂｕｙａｌｓｋａｙａ，Ｇａｌｌｏ　＆Ｃａｍｅｒｅｒ，２０２１）。换言之，在科学
领域，全球化驱动的大数据革命被用来研究科学本身的全球化。

二、全球科学与民族国家

一般来说，在过去的四百年里，科学受到两大潮流的影响：国有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非国有化（ｄ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后者通常被称为“全球化”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Ｓｈｉｎｎ　＆Ｓｒｌｉｎ，１９９３）。在不同层面，一种或另一种趋势在科学领
域占主导地位。尽管面临全球化的压力，国有化趋势仍然强劲的主要原因是高
等教育、科学职业道路、知识生产机构和研究资金等绝大多数是国家的。因此，
全球科学具有很强的国家相关性。没有用于研究和培训的国家资金基础，就没
有全球科学———全球科学需要国家资金来维持研究基础设施的运行和人员成
本。同时，正如弗里曼（Ｒ．Ｂ．Ｆｒｅｅｍａｎ）所言，科学和工程知识的全球化是“现
代全球化最有力的方面”（Ｆｒｅｅｍａｎ，２０１０，３９３）。
科学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历来是牢固的，因为民族国家是研究的主要赞

助者和资助者。然而瓦格纳（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Ｗａｇｎｅｒ）等人的研究表明，科学向全球的
转移实际上挑战了科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Ｗａｇｎｅｒ，Ｐａｒｋ　＆ Ｌｅｙｄｅｓｄｏｒｆｆ，

２０１５，１１—１２）。自冷战结束以来，科学资助与体现于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之间
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合作的增长正在使科学与国家的科学政策目
标脱钩（Ｗａｇ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由此，科学主题的全球化关注了全球科学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张力，并从科

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特别是在默顿传统（Ｍｅｒｔｏｎｉ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中。科学社
会学家描述了科学界运作的四种规范：普遍主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ａｌｉｓｍ）、无私利性
（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ｎｅｓｓ）、公 有 性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ｉｓｍ）和 有 组 织 的 怀 疑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７３）。正如科学的历史社会学（Ｍａｌｌａｒｄ　＆Ｐａｒａｄｅｉｓｅ，

２００８）所描绘的那样，真正的科学家本质上应该是世界主义者（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ｉａｎ
ｆｉｇｕｒｅｓ）———默顿规范（Ｍｅｒｔｏｎｉａｎ　ｎｏｒｍｓ）旨在准确描绘“科学真正起作用”的方
式。与政治不同，科学被描绘成无私利的和客观的；与宗教不同，科学被描绘成
怀疑的。然而正如笔者特别强调的那样，罗伯特·默顿（Ｒｏｂｅｒｔ　Ｍｅｒｔｏｎ）是在
冷战背景下发展其思想。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的科学实践与苏联的科学实践
有着根本不同，其思想最初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因此值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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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科学社会学中的默顿传统及其对理想的科学和理想的科学家在理想的
贤能主义社会环境中工作的愿景，以及科学中社会分层基础的明确规则，在很
大程度上嵌入了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Ｋｗｉｅｋ，２０１９ａ）。
在默顿某种程度上的理想描述中，科学被视为一种好奇心驱动和无利益追

求的系统性探索，其最终目标是寻找真理，而不考虑政治、社会或文化利益
（Ｃａｎｔｗｅｌｌ　＆Ｇｒｉｍｍ，２０１８，１３０）。然而，正如科学经济学所表明的，科学家和
大学对激励措施的反应，甚至科学系统的相对工资这种基层特征，或者学术职
业的起薪与其他专门职业相比，对于谁从事科学工作和谁不从事科学工作都有
影响（Ｓｔｅｐｈａｎ，２０１２，５）。对科学的自我选择决定了它的未来，因为在大多数高
等教育系统，跨部门的流动是罕见而且被低估的。
承认和声誉是科学的关键，既是目的本身，也是获得继续从事科学之资源

的手段。科学家获得奖励不是因为他们的努力（例如花在研究上的时间），而是
因为他们的成就———在出版物中被报告的发现，这些发现最好在科学界及其他
领域具有很高的影响力。斯蒂凡（Ｐａｕｌａ　Ｅ．Ｓｔｅｐｈａｎ）描述科学的本质不是赢家
通吃的竞赛———其中第二名或第三名没有奖励，而是作为一种锦标赛———其中
失败者也可获得某些奖励，尽管未能获胜，也能使个人参与科学游戏（Ｓｔｅｐｈａｎ，

２０１２，２９）。然而在薪酬方面，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在学术领域收入最高的学者中
明显占了过多的比例，至少在所研究的１０个欧洲国家科学系统中是这样
（Ｋｗｉｅｋ，２０１８ａ）。
某些分析人士强调全球维度在科学中的关键作用，而其他人士则指出国家

维度———在不断变化的国家政治之下———可能会反弹回来。从坎特维尔（Ｂ．
Ｃａｎｔｗｅｌｌ）和格芮姆（Ａ．Ｇｒｉｍｍ）所言“学术科学的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国家
之间有两条突出的竞争路线：竞聘那些在国际上流动的研究人员和竞相发展最
强的研究型大学。世界一流大学计划使得资源集中在被选中的精英大学和某
些学科内，可能导致其他大学和其他学科的公共资金被剥夺，并可能使高等教
育系统在一小部分世界级的精英院校和一大批吸纳入学需求的其他院校之间

分化，从而加大了高等教育和学术科学的垂直分层（Ｃａｎｔｗｅｌｌ　＆ 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

２０１８；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６）。学术科学一方面被描述为一个全球性的合作企业，另
一方面又成为“一种民族主义努力，旨在加强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国家实力”
（Ｃａｎｔｗｅｌｌ　＆Ｇｒｉｍｍ，２０１８，１４４）并伴有紧急的态势。在他们的叙述中，现在我
们可能正进入一个“文化—经济民族主义加技术—信息全球主义”的时期，还伴
随着“为国家目的而获取全球技术发展的收益”的持续紧张状态（Ｃａｎｔｗｅｌｌ　＆
Ｇｒｉｍｍ，２０１８，１４５）。
高等教育的国家地缘政治可能与学术科学中的民族主义携手并进，在全球

大学排名推动的军备竞赛背景下，国家利益和国家目的具有重要意义。如今科
学全球主义最终遇到了科学民族主义，但这两种逻辑已长期共存，植根于现代
科学的理念并伴有根深蒂固的隐喻———前者是“科学共和国”，后者是“国家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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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系”。支持科学的理据一方面是应对重大的科学挑战和促进国际合作，另
一方面是支持全球竞争力以及社会和经济意义（Ｓà＆Ｓａｂｚａｌｉｅｖａ，２０１８，１５３）。
全球的研究型大学“在民族国家的控制之外运作，给各国政府带来新的政

策困境”（Ｍｏｈ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１５）。在科学全球化是其中一部分的全球化压
力下，民族国家比以往更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更依赖大学的知识生产及其
人力资本，包括战略研究领域的博士生和博士，他们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都
至关重要。世界一流大学是当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社会机构之一，而国家的研
究环境和资金投入也具有相当大的意义。这种张力显而易见，因为研究能力是
全球性的，但国家对研究和发展（Ｒ＆Ｄ）的资助在维持这种能力方面却发挥着
关键作用。
西蒙·马金森（Ｓｉｍｏｎ　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对“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化（伴随着国

家之间无休止的竞赛）和“世界体系”的全球化（充满活力地独立于国家并超越
所有国家）进行了有用的区分，后者不仅鼓励全球趋同，还鼓励融入最终逻辑是
民族国家解体的单一系统。在科学领域，融入单一系统的情形已经发生———全
球科学在实践中“不能再完全局限于一个国家或束缚于国家边界。……各国和
世界一流大学（ＷＣＵｓ）必须在这些它们既无法逃避也无法完全控制的全球系
统中占据有利地位”（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８，７３）。因此，马金森认为，高等教育院校
最好被理解为与国家有着不可避免的联系的半独立机构；相比之下，世界级的
院校也最好被视为与国家和全球科学都无法脱钩的半独立机构。因此，顶级院
校显然具有双重忠诚———忠诚于主办并且仍然主要资助它们的民族国家，以及
忠诚于拥有其严格的规则和在院校层面以排名导向定义成功的全球科学。

三、全球科学网络如何运作

全球科学系统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网络形成动态。研究和学术探究由规则、
惯例、知识产权所构造，以及一方面是出版商的业务议程而另一方面是大学同
僚的学术把关使之形成体系（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８）。国家科学和全球科学都由大
学的层次所构造，具有声望和资源的大学产生的知识要比其他地方产生的知识
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和地位。因此，虽然全球科学是在大多数院校、国家、语言和
学科中产生的，但其最大的影响来自世界一流大学的发表，这些大学主要位于
盎格鲁 撒克逊国家，在科学、技术、工程领域、数学和医学 （ＳＴＥＭＭ）学科以英
语发表。
该网络被认为是世界舞台上一个新的科学组织———它增加并补充了国家

科学系统。这些网络按照明确的规则运作，“它们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
生长的。网络随着它们的成长和演变而变得复杂。他们的组织由力量和结构
驱动———优 先 连 接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和 优 势 积 累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信任和社会资本创造，以及引导科学家共享数据和交换信息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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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８，１０５）。也许对于未来最重要的是，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必
须首先了解变化的动态，以便能够管理国家科学系统；只有这样，才能为科学家
制订激励措施，并巧妙地将他们纳入国家对科学的承认和奖励制度。从了解全
球动态到在国家系统内激励科学家个人，使他们在科学领域的所作所为至少反
映一些国家科学政策的优先事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将一个地方的学术知识生产与这种生产所产生的利益

联系起来，因为“支持研究和收获其益处之间的联系可能相当脆弱”（Ｗａｇｎｅｒ，

２００８，１０７）。全球科学之不断发展的、自下而上的、自主的和自我监管的特性，
需要对其发展的某些方向有深刻的理解和巧妙的支持，例如，与其他方向相比，
更倾向于本地应用。原因很简单：科学中的网络“不能被控制，只能被引导”。
这些网络根据科学家的需求和向他们提供的激励措施而不断发展。然而重要
的是，这些需求和激励措施往往“围绕着对最广义上承认的渴望”（Ｗａｇｎｅｒ，

２００８，１１８）。理解全球科学动态的最好方法是理解学术科学家工作中的驱动
力，其中对学术承认机制的理解是最重要的。需要注意的是，科学中的承认是
一个相当脆弱的社会和专业机制。
笔者对两种对立观点之间的根本对比特别感兴趣：全球科学作为一个主要

由私人治理、网络化和规范上自我监管的机构 （Ｋｉｎｇ，２０１１，３５９）和全球科学作
为全球集体公共产品的新兴贡献者（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在投入方面（或
者说激励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因素）和产出方面（或者是科学研究工作的结
果和成果），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随着全球科学越来越离开政府的视线
（Ｋｉｎｇ，２０１１，３５９），它可能正转向一个更加私密的领域———“一个具有社交性而
非主权性的领域，其特征是松散的联结和好奇心驱动的科学志向”（Ｋｉｎｇ，２０１１，

３５９）。全球科学的主要驱动者是那些希望与最优秀的同行合作的个体科学家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１）。研究中的合作是好奇心驱动的，并反映“个别科学家对
声誉和承认的雄心壮志，不仅仅是作为追求自己研究议程的一种手段”，而新的
通信技术促进了“主要是私人”形式的全球合作 （Ｋｉｎｇ，２０１１，３６０）。换句话说，
如果他们愿意，科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在他们希望的领域进行越来越多
的合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大规模的合作是未曾有过的。
在学术环境中，将全球科学与国家的军事和经济竞争力、国家经济政策和

科学优先事项联系起来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全球科学意味着在合作的方式
和强度方面从根本上增加个人自主性。认为科学是一种由国家驱动和依赖国
家的强大力量，而非主要由好奇心驱动和依赖科学家，这种想法相当难以持久。
全球科学正从科学民族主义转向科学作为一种公共品，同时服务于数以千计的
科学家和学者个人的科学抱负。
在金（Ｒ．Ｋｉｎｇ）的论述中，科学的自我监管和协作过程被概念化为超越政府

监督的网络（Ｋｉｎｇ，２０１１，３６２—３６７）。全球科学是一个不断涌现的系统，因为它
是众多的个体科学家和学者相互依存的、个人的以及去中心化的规范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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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科学是由“再生产着规范和标准的那些互动中的个人和网络”所组成，这
些规范是允许什么和不允许什么的原则，而规则表明哪些方向和程序是可取的
而哪些不可取。“科学家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对适当的行为有着一致的看
法”（Ｋｉｎｇ，２０１１，３６５）。显然，治理这个异质性共同体并引导其学术行为，包括
合作和发表行为，是一项棘手的事务；然而，若有一套深思熟虑的激励措施，对
国家政府来说，也并非不可能。
通过科学家众多分散的个人选择的积累，产生的是对全球研究标准的趋

同。金强调，在全球科学中，其新异之处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民族国家的
背后发生的，尽管有强大的政治言论支持科学民族主义在知识经济中经济竞争
的必要性”（Ｋｉｎｇ，２０１１，３６７）。要理解全球科学体系的新动态，就必须理解个人
动机在科学领域的声誉和尊严的作用。“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总是需要来
自那些有雄心和提升职业生涯的研究者的能量和创新”（Ｋｉｎｇ，２０１１，３６７）。全
球科学网络是个人地位和职业生涯的完美构建者（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２０２１）。
科学中的合作往往涉及成本，也就是需要时间和资源作为投入。合作不能

脱离科学中的奖励制度，以及它们如何运作及其主要激励措施。在具有强大激
励机制的系统中，合作增长较快；而在激励机制有限的系统中，合作增长较慢①。
科学领域更多的合作要么反映于科学声誉的建立方式，要么是在基于竞争性研
究提案的研究资源竞争中的全国性分配方式（Ｅｎｇｅｌｓ　＆ Ｒｕｓｃｈｅｎｂｕｒｇ，２００８）。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科学系统中的国际主义者（或在研究中进行国际合作的
科学家）的比例增加，本土科学家（或不进行国际合作的科学家）的比例减少
（Ｋｗｉｅｋ，２０２０ｂ）；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在欧洲尤其高，这在对１１个欧洲国家科学
系统的研究中有所显示（Ｋｗｉｅｋ，２０１５；Ｋｗｉｅｋ，２０１８ｃ）。

科学家———特别是那些富裕系统中的精英层———似乎越来越像自由行动
者 （ｆｒｅｅ　ａｇｅｎｔ），在瓦格纳所谓的从“国家系统”（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到“网络化科
学”（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总体转变中，精心选择研究合作者，并在全球网络中
自由流动（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８，２５）。根据瓦格纳的说法，“当科学家在实验室的长凳
上和电脑前工作时，国家威望并不是激励他们的因素。……科学家为他们的工
作和想法在社会网络中寻求承认”（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８，５９）。准确地说，新兴的全
球科学系统越来越依赖于金所说的“职业生涯提升型研究者”（ｃａｒｅｅｒ－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他们为自己在科学领域的工作寻求承认。如果不能在本国科学系
统中获得这种承认，他们可能会选择迁移到其他系统或放弃学术科学。
全球科学中“累积不平等”（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的机制意味着富有者在

声誉、被引用、研究资金和人员方面变得更富（Ｋｉｎｇ，２０１１，３６８），而且全球科学

① 欧洲的新欧盟成员国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其增长缓慢与奖励制度中的有限激励机制有关。见
笔者论文中的ＥＵ－１５／ＥＵ－１３比较（Ｋｗｉｅｋ，２０２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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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术职业的垂直分层造成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①（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８，

１）。这些新的不平等因不同国家、学科和不同的语言产生的知识所生成的价值
而加剧，这反映于主流的引用模式。

随着国家束缚在科学研究中的减弱，个体科学家的作用和个体动机似乎增
加了（Ｋａｔｏ　＆Ａｎｄｏ，２０１６），个体科学家在“声望经济”或“声誉经济”中激烈竞
争，涉及“争夺资源和优先权”（Ｗｈｉｔｌｅｙ，２０００，２６）。除去其他因素，全球科学的
发展是个体科学家寻求其研究成果和影响力最大化之理性选择的结果

（Ｈｅｎｎｅｍａｎｎ　＆Ｌｉｅｆｎｅｒ，２０１５，３４５）。优先连接现象———即“寻求与已建立联系
的人建立联系”（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１８，７６）———指导科学家跨系统和机构的合作行为。

一位科学家的声誉日隆（以及相连带地获得关键资源，如数据、设备和资金），意
味着“其他研究者越来越有可能希望与他建立联系”（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８，６１）。高产
科学家从其他地方吸引了类似的个体（Ｋｉｎｇ，２０１１，３６８）并且围绕这些全球科
学领域的关键人物建立了国际网络，而他们极具吸引力，因为他们提供知识、资
源或两者兼有 （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１８，７０），同时要考虑主要的性别差异：一是比起女性
科学家，男性科学家在总体合作较少的情况下，国际合作更多（Ｋｗｉｅｋ　＆
Ｒｏｓｚｋａ，２０２０）；二是男性和女性科学家都倾向与男性科学家进行更广泛的合作
（Ｋｗｉｅｋ　＆Ｒｏｓｚｋａ，２０２１）。

四、关于科学全球化，全球数据告诉我们什么

本部分利用选定的发表、合作和引文数据这些应用于全球化进程的几个维
度，简要描绘科学的全球化情况。除非另有说明，所用的时间框架是２０００—

２０２０年，数据来自Ｓｃｏｐｕｓ（２０２１）及其ＳｃｉＶａｌ（２０２１）；所分析的２５个国家／地区
是截至２０２０年全球最大的知识生产者（排名前２５位，仅限于文章）。

（一）科学全球化ｖｓ院校、院系和个体科学家

参与学术知识生产的科学家在其印刷出版物中留下了他们活动的痕迹；我
们对科学全球化的认识通常基于众多异质数据来源（传记的、行政的、财务的、

发表、引用、合作等），这些出自不同层面（从科学家个人的微观层面，到院校的
中观层面，再到国家和地区的宏观层面），产生于不同方法（从访谈到调查，再到
文献计量数据集的分析）。科学的全球化可以通过时间、主题、地理和网络分析
进行追踪，通过不断扩大的全球索引出版物的数据库或者追踪年代、国家、院
校、研究团队和科学家个人以及学术学科，同时也有通常讨论的所有局限性。

追溯科学家的全球索引出版物，可以揭示研究的集中度，从个体到院校、再
到国家的所有层面。在世界上大约２０　０００家活跃的机构中（Ｓｃｏｐｕｓ，２０２１），参

① 参见笔者关于不平等和社会分层在科学中的作用的专题论文（Ｋｗｉｅｋ，２０１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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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竞争性全球学术知识生产的不超过１　０００家。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的ＳｃｉＶａｌ平台
显示，在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参与全球学术出版的学术机构总数不超过９　０００家，为

８　６３３家（ＳｃｉＶａｌ，２０２１）。与之相伴的还有来自企业 （６　１３０）、政府 （２　５２３）、医疗
（１　８５９）和其他（７９７）部门的机构。在分析的时段内，全球知识生产的最大份额
来自学术部门，其次是政府和企业部门。企业部门最大的知识生产者是ＩＢＭ，

三星、微软、葛兰素史克和阿斯利康位列前十；参与全球学术发表的前５０家企
业机构包括辉瑞、英特尔、默克、西门子、诺华、强生、空客集团、拜耳、ＡＢＢ集团
和赛诺菲—安万特等跨国公司。在政府部门中，产量最高的是中国科学院，法
国的ＣＮＲＳ、俄罗斯科学院、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位
列前十；在医疗部门中，产量最高的是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的梅奥诊所（Ｍａｙｏ
Ｃｌｉｎｉｃ），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Ｄａｎａ－Ｆａｒｂ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位列前十。总的来说，从全球角度来看，学术部门是关键的知识生产
者，也是科学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

如果采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十年内发表５　０００篇论文作为门槛，那么所有超过
门槛的院校数量缩减到１　５９０个，这些院校可被称为世界级大学 （ｗｏｒｌｄ　ｃｌａｓ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在全球范围内，有９３４个院校至少发表了１０　０００篇各类文章，

１５３个院校至少发表了５０　０００篇，２４个院校至少发表了１００　０００篇。哈佛大学
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知识生产者，其发表几乎比所有国家都多（除了２２个国
家；例如，在欧洲，哈佛大学的发表比丹麦、奥地利、葡萄牙或挪威多；而在全球，

比墨西哥、以色列或马来西亚的发表多）。

如果考察以研究为侧重点的排名，莱顿大学排名（Ｌｅｉｄｅｎ　ｒａｎｋｉｎｇ）２０２０版
列出了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至少发表了１００篇文章的１　１７６所大学，ＡＲＷＵ世界
大学排名２０２０版列出了１　０００所大学。具体而言，从更多的地区来看，ＡＲＷＵ
排名前１００名中有４１％的大学位于美国，６６％的大学位于美国、英国、法国、瑞
士和澳大利亚这五个国家之一，８３％的大学出自十个国家。

随着研究全球化的推进，研究的聚焦在科学家和学者个体层面的产出和影
响或发表和引用数量方面都有所加强。２０２０年，在６　１６７名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高被引研
究者中，十分之四（４１．５％）来自美国大学，十分之七（７１．８％）来自排名前五的
国家，８４．２％来自排名前十的国家。全球发表的科学家（１９９６—２０１１年约有

１　５００万）只有大约１％构成了学术职业的“持续发表核心层”，在这１６年的研究
时段内每年至少发表一篇论文，然而他们所发表的论文占同期所有论文的

４１．７％（Ｉｏａｎｎｉｄｉ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１）。此外，在２０１５年，１１８个科学学科中被引次
数最多的约１％的科学家占所有引用次数的２１％，比２０００年的１４％有了大幅
增长（Ｎｉｅｌｓｅｎ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２１，５）。在１１个欧洲国家科学系统的７个主要
学科群中，研究产出排名前１０％的科学家和学者担纲了所有学术知识生产的几
乎一半，他们通常被称为“研究表现最佳者”（Ｋｗｉｅｋ，２０１６；Ｋｗｉｅｋ，２０１８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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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全球化ｖｓ全球创新

虽然通过一个国家的发表总数观察其整体潜力是有用的，但是仅关注高质
量的发表来追踪全球的变迁更具启示意义。具体而言，下文聚焦前１％的高被
引发表①和在排名前１％的期刊上的发表。通过引文显示，本文假定在影响力
方面排名前１％的论文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创新，或者至少是被其他科学家在全
球范围内承认的创新———在学术性科学中，就未来具有全球意义的创新而言，
平均来看，在排名前１％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至少是好的候选者。
表１展示了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二十年间顶级知识生产国家和地区顶级发表的

分布情况（左图表示百分比的变化，右图表示发表的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欧洲国家科学系统如瑞士、比利时和荷兰，从全球角度看，产生了相对较高的百
分比和相对较少的顶级发表。从数量上看，中国产生的顶级发表已超过美国，
其次是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中国的高质量发表每年都不断增加：

２０１０年，美国的此类发表比中国多五倍；２０１５年，美国的此类发表比中国多一
倍；２０２０年，情况大为不同，中国超过美国，约为１１　０００篇，而美国约为８　０００
篇。所有选中的国家或地区在其顶级发表方面的表现都超过了预期，预期为产
生１％的此类发表；然而一些国家的数量大幅增加———除了中国，欧洲的意大利
（增加５８％）以及全球的伊朗（增加３４８％）和印度（增加１７４％）的顶级发表在过
去五年中增幅最高。与此同时，来自美国的顶级发表在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１０年数量
相近，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间下降了１７％（见表１，右图）；其他国家的数量只是略微下
降或有所增加。
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一般而言会带来更高的领域常规化的引用率，这

是因为Ｓｃｏｐｕｓ中的期刊百分位数排名正是基于前四年的引用而构建的
（Ｋｗｉｅｋ，２０２１）。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方面，中国发表数量的增长是全球
无敌的，２０１０年有２　７００篇，２０１５年有７　１００篇，２０２０年多达１７　６００篇，相当于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增长了１４９％，非常有可能在未来几年超过美国，就像在高影响
力发表方面那样。在某些研究领域，２０２０年中国在前１％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
数量已经高于（农业科学、工程和技术）或等于（自然科学）美国，两个学术超级
大国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最大差距是在医学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

（三）科学全球化ｖｓ学术学科的发表模式

总的来说，研究文献（通常集中在ＳＴＥＭＭ 领域，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和医学）显示，各国、各院校、各学科以及科学家和学者之间的国际合作一直在
增加。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通常在分析中被忽略，因为有观点认为Ｓｃｏｐｕｓ和

① 作为高质量的代表，具有所有的限制，参见Ｔａｈａｍｔａｎ　＆Ｂｏｒｎｍａｎｎ（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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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国家／地区高影响力的发表比例（％）和数量

国家／
地区

平均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国家／
地区

总计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ＣＨＥ　 ２．９　 ２．１　 ３　 ３．５　 ２．４ ＣＨＮ　 ６７　４９７　 １０７　１　５６１　４　５５０　１０　９００
ＢＥＬ　 ２．３　 １．２　 ２．３　２．８　 ２．３ ＵＳＡ　 １６７　５５９　 ５　９４４　８　２３３　９　５３６　８　０６４
ＡＵＳ　 ２．０　 １．２　 １．９　２．１　 ２．２ ＧＢＲ　 ４８　１７４　 １　２５０　２　２１４　３　０９１　３　３４３
ＮＬＤ　 ２．７　 １．８　 ２．８　３．０　 ２．２ ＤＥＵ　 ３６　８８９　 ８３２　１　８４８　２　４７６　２　１７９
ＧＢＲ　 ２．１　 １．６　 ２．２　２．４　 ２．１ ＩＴＡ　 １９　６５９　 ３２７　 ８４１　１　２７８　２　０１４
ＩＴＡ　 １．６　 ０．９　 １．６　１．８　 ２．０ ＡＵＳ　 ２０　６５０　 ２９１　 ８２７　１　４２０　１　９７２
ＳＷＥ　 ２．２　 １．３　 ２．３　２．５　 ２．０ ＣＡＮ　 ２４　４６５　 ５５１　１　１９３　１　５４７　１　６６８
ＣＡＮ　 ２．０　 １．６　 ２．１　２．２　 １．９ ＩＮＤ　 ９　０００　 ６２　 ２６６　 ５５９　１　５２９
ＣＨＮ　 １．２　 ０．２　 ０．７　１．２　 １．８ ＦＲＡ　 ２３　９１９　 ５６５　１　１５１　１　５３５　１　５１１
ＩＲＮ　 ０．８　 ０．１　 ０．４　０．６　 １．８ ＥＳＰ　 １５　３７３　 １９４　 ７１５　１　０６８　１　３１１
ＦＲＡ　 １．７　 １．１　 １．７　１．９　 １．７ ＮＬＤ　 １８．５３８　 ３５８　 ９２３　１　２３１ 　１　１２８
ＤＥＵ　 １．８　 １．２　 ２．０　２．１　 １．６ ＩＲＮ　 ４　６５５ 　２　 ７８　２４６　１　１０１
ＵＳＡ　 ２．１　 ２．１　 ２．３　２．２　 １．６ ＫＯＲ　 １０　６１８　 ８２　 ４１２　 ７６４　１　０７０
ＥＳＰ　 １．４　 ０．８　 １．４　１．６　 １．５ ＪＰＮ　 １７　６６９　 ５４８　 ７６１　 ９９８　１　０６９
ＴＷＮ　 ０．９　 ０．５　 ０．７　１．０　 １．４ ＣＨＥ　 １５　１４８　 ３０１　 ６８１　１　１０５　 ９２４

　　注：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按国家／地区和发表年份划分的前１％引用率百分比的产出，包括所
有的发表类型和所有研发领域，以２０２０年的降序排列，各列出前１５个国家／地区，以百分比
（左图，世界平均数＝１）和发表数量（右图）计算。

表２　各国家／地区在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比例（％）和数量

国家／
地区

平均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国家／
地区

总计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ＣＨＥ　 ５．１　 ４．５　 ５．４　 ５．４　 ５．１ ＵＳＡ　 ３３９　０８０　１１　１４１１６　３３７１８　１９９　２１　３４３
ＮＬＤ　 ５．３　 ５．１　 ５．６　 ５．８　 ４．９ ＣＨＮ　 １１０　０３９　 ３６３　２　６７６　７　０９５　１７　６４６
ＡＵＳ　 ３．８　 ３．５　 ３．６　 ３．９　 ４．３ ＧＢＲ　 ９５　４６６　 ２　９４５　４　４０５　５　５９９　６　９５４
ＣＡＮ　 ４．１　 ４．２　 ４．１　 ４．１　 ４．３ ＤＥＵ　 ７０　７８１　 １　８５３　３　４２１　４　２１３　４　８１０
ＧＢＲ　 ４．４　 ４．２　 ４．５　 ４．６　 ４．３ ＣＡＮ　 ４８　８５１　 １　３１３　２　２７５　２　８２１　３　８１６
ＵＳＡ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４　 ４．３ ＡＵＳ　 ３８　０６８　 ７２５　１　５０２　２　５４５　３　７３０
ＢＥＬ　 ４．４　 ４．０　 ４．８　 ４．７　 ４．２ ＦＲＡ　 ４７　３０７　 １　３４３　２　４００　２　８１３　２　８７４
ＳＷＥ　 ４．３　 ３．４　 ４．２　 ４．９　 ４．２ ＩＴＡ　 ３５　６１１　 ９６５　１　６６６　２　１５２　２　５１５
ＤＥＵ　 ３．６　 ３．０　 ３．９　 ３．７　 ３．６ ＮＬＤ　 ３５　８９１　 ９２０　１　７４８　２　３１８　２　４８２
ＦＲＡ　 ３．５　 ３．２　 ３．７　 ３．６　 ３．２ ＥＳＰ　 ３１　６１２　 ５３１　１　５４９　２　０９０　２　３８５
ＣＨＮ　 ２．０　 ０．９　 １．２　 １．９　 ２．９ ＫＯＲ　 ２４　７４２　 ２４５　１　００１　１　８９２　２　３０１
ＫＯＲ　 ２．７　 １．８　 ２．４　 ２．９　 ２．９ ＪＰＮ　 ３８　４６４　 １　７９２　１　７１２　１　８５６　１　９８１
ＥＳＰ　 ３．０　 ２．４　 ３．２　 ３．３　 ２．７ ＣＨＥ　 ２５　３６８　 ５６３　１　１８９　１　６３２　１　９６１
ＩＴＡ　 ３．０　 ３．２　 ３．２　 ３．１　 ２．６ ＳＷＥ　 ２０　３６２　 ４９２　 ８６１　１　３８０　１　４９７
ＴＷＮ　 ２．７　 ２．５　 ２．８　 ２．９　 ２．３ ＢＥＬ　 １６　２９７　 ３７１　 ８００　１　０６５　１　１７２

　　注：按国家／地区和出版年份分列的前１％ 期刊百分位数（按Ｓｃｏｐｕｓ　ＣｉｔｅＳｃｏｒｅ百分位数）
中的发表，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包括所有发表类型和所有研发领域，以２０２０年的降序排列，仅列举
排名前１５位的国家／地区，以百分比（左图，世界平均值 ＝１）和发表数量（右图）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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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都没有充分反映这些领域的知识生产。然而尽管有局限
性，显示各种合作类型在所有主要的研发领域随时间变化的分布还是有用的。
我们只需说，在Ｓｃｏｐｕｓ所列的４１　４６２种期刊中，有５　００２种期刊属于艺术和人
文学科，有１０　１９９种属于社会科学。此外，国际研究合作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
发表模式可以在其他三种合作类型的语境下进行分析———校内合作、国内合作
和单个作者（或无合作）。这四种合作类型是互补的，可以通过国际合作的强度
随时间的变化来分析科学的全球化。这里使用的六个研发领域，按照ＯＥＣＤ的
划分，为农业科学、工程和技术、人文、自然科学、医学以及社会科学。
对于学术发表和合作模式，这种全球分解的方法最令人惊讶的影响可能是

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社会科学明显
遵循自然科学的模式特征，人文学科却越来越远离社会科学，在合作组合方面
朝着根本不同的方向发展。
先看所有研发领域的合作组合（图１），并将这一总体图景与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和人文学科在二十年间（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图２、３和４）合作的持续变化情况
进行比较。在我们的方法中，通过国家层面的百分比所研究的不断变化的合作
模式，反映了这些国家院校所属的科学家和学者个体层面发表模式的变化。数
以千计个体层面的发表反映于更高分析层次的合作。
自然科学领域的合作模式（图２）总体上遵循全球科学模式（或所有领域的

综合）———在所有国家，国际合作在过去二十年都呈上升趋势。国际合作的增
加是以校内合作和无合作（或单一作者）研究为代价的，后两者的百分比都在下
降；校内合作和个人研究一直在减少，而国内合作稳定或在许多情况下百分比
在增长。尤其是无论从全球角度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国内合作的稳定性都表
明国家嵌入科学的重要性。国际合作似乎不会在任何国家排挤国内合作。
各学术领域合作组合变化的显著特点是，国际合作在人文学科中的作用微

乎其微，而且在大多数国家的增长很慢。相反，在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趋势
是国际合作的增加，主要是以牺牲单一作者的研究为代价———单一作者的发表
在人文学科往往占主导地位；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单一作者的研究减少幅度很
大（这在图３世界框中的全球层面很明显），但几乎所有国家的人文学科中单独
研究的份额仍然超过５０％。图３和图４形象地描述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
间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且在目前关于科学
全球化的文献中尚未强调这种差异。
关于全球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巨大分野，前者单一作者文章的全球比例

从大约一半下降到大约四分之一（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从４９％下降到２３％），而后者
在全球层面仅从６７％稍微下降到５６％（见图４）。除了几个欧洲系统，人文学科
的国际合作在大多数国家都相对不多。单一作者是人文学科领域的主要发表
模式，在最先进的经济体中，其份额超过５０％———２０２０年欧盟２８国的单一作
者文章比例为５５％，经合组织为５５％，美国为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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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所有研发领域的合作（和发表）模式合计
注：强有力的和不断增加的国际合作以校内合作为代价，以及稳定的国内合作———

２０２０年全球排名前２５位的知识生产者（加上欧盟２８国、欧盟１５国、欧盟１３国、经合组织
和世界），仅限于文章，来自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百分比）的ＳｃｉＶａ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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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自然科学中的合作（和发表）模式
注：以牺牲校内合作为代价且不断增加的国际合作，以及稳定的国内合作———２０２０

年全球排名前２５位的知识生产者（加上欧盟２８国、欧盟１５国、欧盟１３国、经合组织和
世界），仅限于文章，来自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百分比）的ＳｃｉＶａ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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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社会科学中的合作（和发表）模式
注：国际合作不断增加，单一作者（无合作）大幅减少，国内合作稳定———２０２０年全球

排名前２５位知识生产者（加上欧盟２８国、欧盟１５国、欧盟１３国、经合组织和世界），仅限
于文章，来自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百分比）的ＳｃｉＶａ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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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人文学科中的合作（和发表）模式
注：单一作者（无合作）占据强有力的主导地位，缓慢增加的国际合作和稳定的国内和

校内合作起着边际作用———２０２０年全球前２５个知识生产者（加上欧盟２８国、欧盟１５国、
欧盟１３国、经合组织和世界），仅限于文章，来自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百分比）的ＳｃｉＶａ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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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中的发表模式对个体及其他层面的资金产生了影响。虽然在全球大
多数国家资助院校和国家卓越计划中，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被归为一组，但是
学术共同体、政策制定者和资助提供者必须清楚，这两个学术领域在发表模式
上的差异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在扩大。
如果将合作视为联合发表，人文学科显然是非合作性的，并且是非国际性

的，这对发表指标具有强大的影响，例如个体学者微观层面的平均产出水平和
平均引用水平。除了人文学科，所有领域的个体产出都在提高，这主要是由于
对团队撰写的发表进行了全面统计；当应用分数计数法时，产出随着时间的推
移相对稳定。然而在人文学科的特殊案例中，以单一作者作为主要发表模式，
不使用分数计数方法的个人产出相比之下可能显得很小；此外，正如文献显示
的那样，总体上对单一作者文章的引用低于对合作文章的引用。社会科学／人
文学科的不同有其实际含义，当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与社会科学家正面竞争研究
资助和奖项时，他们就会处于不利地位；而在那些强调发表和引用指标在资助
评估中占主导的地方，社会科学家的提案明显会被选拔出来。这样一来，科学
和学术全球化中“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这一传统表达失去了传统意义，这可能
导致在个体、院系和院校之间产生不公平的竞争结果。
不同学科和国家的国际合作率变化如图５所示。全球排名前２５位的国家

可以分为低国际化系统（如波兰、俄罗斯、土耳其和印度）和高国际化系统（如瑞
士、瑞典、比利时，英国在欧洲或澳大利亚在全球），中国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
领域以及美国在农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正在缓慢增加。
除了百分比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科学的国际化也体现在发表数量随时间而

变化。国家产出可以分为两类：涉及国际合作的文章和所有其他文章———即国
内文章，包括单一作者的文章和国家及院校内部合作的文章（见Ａｄａｍｓ，２０１３，

５５８）。从这个角度看，一个主要的发现是：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在主要的欧洲系统如
英国、法国、荷兰、瑞士、比利时、瑞典和德国，以及非欧洲系统如美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和日本，年度产出的增长几乎完全由国际合作来实现（见图７）；相反，
在追赶型系统（ｃａｔｃｈｉｎｇ－ｕｐ　ｓｙｓｔｅｍｓ）如印度、巴西、伊朗、墨西哥、土耳其、俄罗
斯、波兰或马来西亚，国内合作产出有所增加。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两个全球大
国之间的对比：美国的国内发表没有增加，而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有巨大的增
长（比较图６中两国的两个浅色区域）。在所研究的时段，前一组国家的国内产
出几乎持平，但国际合著文章的数量却稳步增加。图７中的深色区域表示国际
合作发表数量的增长，而曲线表示国内发表份额的下降———不过，份额在一个
国家的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数量的下降。
从国际合著产出的数量可以看出，广义的西方世界目前的研究力量在于国

际化的增长，国内发表的数量在过去二十年没有变化。因此，科学全球化意味
着两种不同系统类型中的两种不同过程：西方世界的科学增长几乎完全归功于
国际合著的发表，而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增长则是由国际合著和国内发表共同推
动的，在不同的系统中有着不同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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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按研发领域划分的国际合作率情况（国际合作发表的百分比）
注：２０２０年全球排名前２５位的知识生产者（加上欧盟２８国、欧盟１５国、欧盟１３国、

经合组织和世界），仅限于文章，来自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百分比）的ＳｃｉＶａｌ数据。

（四）科学全球化ｖｓ系统规模、引用影响力和首选的合作伙伴国家

在全球排名前２５位的国家／地区中，其国际合作率一般与国家研究产出
（定义为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的文章总数）无关。将国际合作文章的百分比与以文章
数量计算的系统规模作图（图７），相关性可以忽略不计（Ｒ２＝０．０３）。圆点大小
证实了国际合作率低的系统具有较低的领域加权引用影响力（ＦＷＣＩ），如伊朗、
土耳其、印度以及合作文章数量第二大的中国，其在图７中与美国一起是个明
显的异常值。
在图８中，以国际合著发表的引用影响力与以国内合著发表的引用影响力

作对比。科学计量指标的场标准化避免了由不同场引起的失真（Ｗａｌｔｍ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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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全球排名前２５位的知识生产者的发表情况
注：仅限于文章，左轴为发表总计（包括国内与国际合作发表），右轴为国内发表的百

分比（曲线）；来自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百分比）的ＳｃｉＶａ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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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国家／地区总产出与国际合作发表（百分比）的相关情况
注：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的平均值（仅限于文章），９５％ 置信区间为灰色，圆点大小反映了该

时期国际合著文章的平均领域加权引用影响力 （ＦＷＣＩ）。所有的研发领域都结合在
一起。

ｖａｎ　Ｅｃｋ，２０１９，２８２）。在Ｓｃｏｐｕｓ中衡量，引用影响力是实际得到的引用与主题
域、发表类型和发表年份的预期世界平均水平（等于１）的比率。在几乎所有欧
洲国家（即图８中垂直线左侧的国家），国内合著发表的被引频率低于预期，而
巴西、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此外，由于不同原因，包含国
内合作的论文在全球科学中的引用影响力在大多数国家（虚线以下的国家）高
于国际合作的论文———全球超级大国中国和美国；在波兰、法国和伊朗，国内和
国际合著的论文都具有很高的引用影响力。由于篇幅限制，此处不讨论跨学科
差异。在所有领域的综合水平上，国际合著发表的引用影响力在绝大多数欧洲
系统中高于预期的领域加权全球平均水平，但全球系统不是这样。仅仅在西班
牙、意大利、法国和澳大利亚（第二象限）以及美国和中国（第四象限），国内合作
产生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论文。
最后，全球科学的特点是国家和院校之间研究结伴的亲近程度不同：某些

结伴出现了明显的偏好，遵循国际合作中的优先连接机制。首选的研究伙伴在
其全球知名度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根据国际合著的引用影响力进行操作）。
笔者研究了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排名前２５位的国家之间关系最紧密的研究伙

伴（表３，左栏）。对于所有相关国家，除了荷兰，无论其科学系统的规模如何，最
经常合作的单一伙伴是美国。其他强有力的首选伙伴关系是欧洲内部合作或
与中国合作（就英国和加拿大而言）。在欧洲资金的有力支持下，欧洲在研究方
面的一体化使欧洲国家被视为一个单一的实体———这种情况下，在全球最
紧密的合作伙伴中，仅有美国（与加拿大）、中国（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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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发表类型的引用影响情况
注：仅限于文章，包括自引，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所有研发领域的平均领域加权引用影响力

（ＦＷＣＩ）。

表３　全球排名前２５位的合作伙伴关系

排名 伙伴国１ 伙伴国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发表

ＦＷＣＩ 排名 伙伴国１ 伙伴国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发表

ＦＷＣＩ

１ 美国 中国 ３４４　４０９　 １．９３　 １ 英国 荷兰 ６３　１７１　 ３．２５

２ 美国 英国 ２０５　６９９　 ２．７４　 ２ 美国 荷兰 ７１　１８５　 ３．２２

３ 美国 德国 １６１　６９９　 ２．６４　 ３ 美国 瑞士 ６５　７４９　 ３．１２

４ 美国 加拿大 １５９　７４４　 ２．５１　 ４ 英国 法国 ７６　１７１　 ３．０５

５ 英国 德国 １０７　７３１　 ２．８５　 ５ 意大利 德国 ６６　６６２　 ３．０１

６ 美国 法国 １０６　３１１　 ２．８５　 ６ 英国 西班牙 ６０　６５８　 ３．０１

７ 美国 澳大利亚 １００　１８８　 ２．９０　 ７ 英国 澳大利亚 ７４　８０３　 ３．００

８ 美国 意大利 ９９　５８９　 ２．８３　 ８ 美国 西班牙 ７２　８３０　 ２．９５

９ 英国 中国 ９３　１５１　 ２．２８　 ９ 英国 意大利 ７９　４３８　 ２．９３

１０ 中国 澳大利亚 ８０　６５６　 ２．４０　 １０ 德国 法国 ７２　９５６　 ２．９１

１１ 英国 意大利 ７９　４３８　 ２．９３　 １１ 意大利 法国 ６２　０８９　 ２．９１

１２ 美国 日本 ７８　２４６　 ２．４０　 １２ 美国 澳大利亚 １００　１８８　 ２．９０

１３ 英国 法国 ７６　１７１　 ３．０５　 １３ 英国 德国 １０７　７３１　 ２．８５

１４ 英国 澳大利亚 ７４　８０３　 ３．００　 １４ 美国 法国 １０６　３１１　 ２．８５

１５ 德国 法国 ７２　９５６　 ２．９１　 １５ 美国 意大利 ９９　５８９　 ２．８３

１６ 美国 西班牙 ７２　８３０　 ２．９５　 １６ 美国 英国 ２０５　６９９　 ２．７４

１７ 美国 荷兰 ７１　１８５　 ３．２２　 １７ 瑞士 德国 ６２　３３６　 ２．６８

１８ 美国 韩国 ６８　７２３　 ２．０８　 １８ 美国 德国 １６１　６９９　 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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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名 伙伴国１ 伙伴国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发表

ＦＷＣＩ 排名 伙伴国１ 伙伴国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发表

ＦＷＣＩ

１９ 意大利 德国 ６６　６６２　 ３．０１　 １９ 美国 加拿大 １５９　７４４　 ２．５１

２０ 美国 瑞士 ６５　７４９　 ３．１２　 ２０ 中国 澳大利亚 ８０　６５６　 ２．４０

２１ 英国 荷兰 ６３　１７１　 ３．２５　 ２１ 美国 日本 ７８　２４６　 ２．４０

２２ 瑞士 德国 ６２　３３６　 ２．６８　 ２２ 英国 中国 ９３　１５１　 ２．２８

２３ 意大利 法国 ６２　０８９　 ２．９１　 ２３ 中国 加拿大 ５９　１４８　 ２．２７

２４ 英国 西班牙 ６０　６５８　 ３．０１　 ２４ 美国 韩国 ６８　７２３　 ２．０８

２５ 中国 加拿大 ５９　１４８　 ２．２７　 ２５ 美国 中国 ３４４　４０９　 １．９３

　　注：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最多产的合作伙伴，按合著发表的数量（左）和合著发表的领域加权引
用影响力 （ＦＷＣＩ）（右）分类。

亚和太平洋系统）和欧洲。中国和美国形成了最强大的全球联系，其次是美国
和英国、德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联系。此外，２８个欧洲国家科学系统的合作模式
（Ｋｗｉｅｋ，２０２０ａ）表明，地理、语言和历史的连带仍然重要，例如西班牙是葡萄牙
的首要合作对象，芬兰与爱沙尼亚、德国与奥地利和捷克、法国与罗马尼亚、捷
克与斯洛伐克都是这种关系。美国仍然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头号合作伙伴，包
括最大的知识生产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然而在排名前五的国
家中，欧洲系统内部合作和欧美合作的引用影响力最高，中美联合发表的引用
影响力最低。在这前五对合作伙伴中，国际合著的论文被引次数比同类发表的
世界平均水平高３．０１—３．２５倍。图９描绘了排名前２５的国家中最紧密的合
作联系所形成的网络，其依据是频率和引用影响力。

图９　国际合著的论文网络（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
注：只显示全球２５对合作最多产论文的国家。因此，只有多于５９１４８篇（中国—加拿

大）的合作发表会被显示。边线的粗细程度基于合作频率（左）和通过领域加权引用影响力
（ＦＷＣＩ）观察的合作影响（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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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学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影响

科学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潜在影响非常大。正面和负面影响都可以
预期，这取决于高等教育研究界对待全球化挑战的认真程度。最有可能的是，

在面临新机会和追求类似研究议程的竞争性新领域，惯常的培养方式会限制该
领域的吸引力。此外，关于学术活动中投入和产出可获取的数字化数据越来越
多，势必会对高等教育研究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可比之前更精确地衡量全球化。

在许多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来自学术界内部和外部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求
使用更大的数据集（和更多的观察数据）得出有效的结论。这里所说的有效，并
不是指统计学上的显著结果，而指的是相关的、有吸引力的与令人信服的学术
成果，可能还有政策意义。例如在小规模学术调查的吸引力下降的情况下，要
对学术生涯研究进行更深入的量化之压力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关于学术职
业的一项全国性研究的标准样本是每个国家１０００—１２００个观察结果，那么由
此产生的有关国家科学劳动力的图景完全不必要求非常有概括性①。小规模的
样本使我们只能根据相对一般的变量进行非常有限的分析。按学科、就业类
型、年龄组或生产力水平进行观察的数量限制了所使用的数据集的分析能力，

削弱了由此产生的研究之政策意义。为了超越已经使用几十年的标准分析，并
显示调查工具在学术职业研究中的持续吸引力，未来的调查需要更频繁地运用
大数据和大量观察———以数据科学家目前使用的方式。

只要该领域了解其竞争对手如何利用与全球化相关的机会来引起学术和

政策的关注，高等教育研究就会面临巨大的机遇。关于研究资金及其类型、由
发表类型和期刊关注度反映的产出、其主要类型的合作、引文以及各种类别的
学术流动这些数字化数据，如今正以十年前高等教育研究无法想象的规模进行
探索，高等教育的核心因此可以全然改变。然而，关键是不要失去使该领域具
有独特性的身份，研究科学、科学家以及探索科学的结构和演进的前所未有的
机会（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与高等教育研究形成竞争关系。各个领域和学科
之间出现了研究科学、科学家及其院校环境的新竞争，高等教育研究成为其中
之一。配备大部分传统工具并且通常远离大数据，尤其是像Ｓｃｏｐｕｓ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这样的大型商业文献计量数据库，高等教育研究在未来关于学术部门
的数据、阐释和知识的竞争中，可能会失去位置。
具体而言，高等教育研究中考察的传统问题如合作、发表、产出和流动模

式，在科学计量学、科学的定量研究、关于研究的研究、科学和技术研究及相关

① 如在美国，大约有５００万学术科学家；或在英国，大约有２０万学术科学家。在这个范围内用传
统工具和样本进行研究，见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 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２；Ｔｅｉｃｈｌｅｒ，Ａｒｉｍｏｔｏ　＆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２０１３；
Ｔｅｉｃｈｌｅｒ　＆ Ｈｈｌｅ，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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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探讨（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Ｗａｎｇ　＆ Ｂａｒａｂàｓｉ，２０２１；

Ｃｌａｕｓｅｔ，Ｌａｒｒｅｍｏｒｅ　＆ Ｓｉｎａｔｒａ，２０１７；Ｚ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Ｉｏａｎｎｉｄｉｓ，２０１８；

Ｇｌｎｚｅｌ，Ｍｏｅｄ，Ｓｃｈｍｏｃｈ　＆Ｔｈｅｌｗａｌｌ，２０２０），更不用说科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
学。社会科学总体上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参与上述领域的科学家利用现有的
大数据和计算能力与技能，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大数据革命的一部分
（Ｂｕｙａｌｓｋａｙａ，Ｇａｌｌｏ　＆Ｃａｍｅｒｅｒ，２０２１）。高等教育研究可以远离大数据革命，
但要付出代价———在上述领域利用全球化驱动的科学大数据革命来研究科学
本身的全球化。几十年来，高等教育研究一直在关注类似的问题，它需要了解
今天竞争性领域为学术界和政策界所提供的。最好的前进方式是保持其高度
复杂的理论化水平，并为其目的纳入新的工具和数据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
数据密集型方法，提出大致相同的基本问题同时伴以新的问题。
再看作为高等教育研究一部分的学术职业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在这一领域

面临的主要竞争是数据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向大数据的普遍转移。基于文献
计量学数据的大规模学术职业研究的出现，在学术和政策两方面都挑战了基于
调查的高等教育研究的地位。
在基于调查和文献计量数据的方法之间正在进行的较量中，传统的小规模

调查方法似乎正在失败。这场较量远远超越了什么是更广泛的阅读和引用，也
超出了什么在学术上有价值（产生声望和地位）以及什么更易于得到公共资助
（产生研究资源）的范围。两种方法都有明显的优势和局限。文献计量学重视
的是发表和引用的数字（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Ｅｇｇｈｅ　＆ Ｇｕｎｓ，２０１８），这是研究科学界的
社会分层、学术职业结构以及奖励和承认制度的基础。然而，使用文献计量学
探索学术职业的社会学，几乎完全依赖于传统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和分析框架
（Ｋｗｉｅｋ，２０１９ａ）。过去五十年的理论意识和理论生产与检验，是高等教育研究
可以建立有吸引力的未来之资本。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理论框架的转移主
要是从高等教育研究转移到文献计量学，而非另一个方向。就文献计量学研究
总是由理论问题提供信息而言，它们必须以科学理论为基础（Ｈｊｒｌａｎｄ，２０１６）。
导向更深入研究的学术研究语境与导致政策决定的政策背景同样重要（Ｍｏｅｄ，

２００５，１４）。
关于学术生涯的文献计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局限是分析的基本单位———

文献（其元数据，包括学术影响）。无论多么复杂，文献计量学研究在结构上都
无法捕捉到高等教育研究中通过调查数据探讨的个人学术行为和态度。
未来对于学术职业、尤其是学术生涯的研究，可以有效地结合文献计量学

与基于调查的工具、数据和方法，通过将发表和引用文献计量学数据与那些来
自国家和国际数据集的个人传记数据相结合，与国家科学家登记相协调，探索
学术界的整个人群。例如，我们可以研究一个国家系统内所有ＳＴＥＭ学者的行
为、态度和看法的调查数据，可能还会有传统的半结构性访谈，以减少任何定量
的偏见。以文献计量和调查为基础、以整体人口和样本为基础、以定量和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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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这种方法的结合似乎可以提高我们对学术工作之变化和复杂性的理
解。这种全面的方法需要协调独立的数据集，并整合全人群和基于样本的研
究。学者因创造新的数据而受到嘉奖，更因探求那些显然没有数据的课题而得
到奖励（Ｂｏｒｇｍａｎ，２０１５，１１）。

在社会科学调查的效用受到质疑的时候，我们提出的综合方法提供了新的
机会。有关学术表现和影响的数据不愿使用大规模的国际数据集，是当今学术
职业研究的一个主要局限。现有的研究通常分析个人层面的独立变量（Ｆｏｘ　＆
Ｍｏｈａｐａｔｒａ，２００７），从年龄、服务时间和学术职位，到更复杂的变量如主导的院
校学术规范、感知层面的学术合作和产生外部资金的制度支持。由于这些变量
一般不会出现在文献计量学研究中，所建议的综合方法有望将这两种研究形式
联系起来，两者在未来都会受益。
因此，未来高等教育研究的关键词是互补性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就学

术职业研究而言，大数据可以辅以调查和访谈，宏观研究可以伴随微观研究。
在学术调查中使用的小样本若要推及庞大的学术群体，可以伴随着由文献计量
数据集、新软件和新的分析和可视化工具驱动的大规模调查。无论小规模还是
大规模的调查，从中获得的洞察力与从访谈中获得的洞察力有根本的不同，但
它们都可以使高等教育研究成为一个在理论上先进的领域。

学术生涯可以通过上千次观察或数千次观察来研究，具有代表性样本和便
利性样本之间应有的所有差异，以及经典统计及其方法与计算社会科学及其方
法之间的所有差异（Ｓａｌｇａｎｉｋ，２０１８；Ａｌｖａｒｅｚ，２０１６）。大数据能够以小数据不可
能的方式研究分布的尾部，而这部分数据通常十分重要（Ｆｏｓ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４）。高等教育研究中传统的社会科学家需要与数据科学家、大数据分析师和计
算社会科学家竞争，他们是科学界数字时代的拥护者，可以获得必要的数据和
计算能力，而且他们越来越多地将兴趣转向传统上高等教育研究中探索的
问题。①

高等教育研究需要考虑眼前的新工具和新数据集、数据密集型社会科学的
机会（以及固有的局限），与当前那些扩张性的对手竞争。在科学全球化的压力
下，加上易于获得的科学和科学家的大数据，高等教育研究越来越需要使用新
的异质数据源，如传记和管理、财务、发表和引用、流动，等等；需要使用不同的
方法，如访谈、大规模调查、文献计量分析，并考虑所有通常讨论的限制。科学
的全球时代可能在关键信息来源中需要更多的全球数据，以及研究方法中更多
的互补性，以保持高等教育领域对新人的吸引力，尤其是年轻一代。科学全球
化使高等教育研究面临的这些挑战变得越来越明显。

① 这种趋势的一个最近的例子是《科学的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一书，其中三个主要部分专门
讨论了学术生涯、生产力、年龄和马太效应，科学中的合作、团队出版、信用分配和合著网络，以及影响、高
影响论文和引用差异。见 Ｗａｎｇ　＆Ｂａｒａｂáｓｉ，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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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球科学的紧张关系

如上文实证部分所见，在合作、影响和高水平创新／高被引论文的作用方
面，新科学力量的崛起打破了传统上科学的全球平衡（Ａｄａｍｓ，２０１３）。上述科
学全球化的图景显然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在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和
高等教育研发支出［ＨＥＲＤ］方面较富裕／较贫穷国家）之间合作的紧张态势有
关。全球科学网络为新来者———国家以及院校和研究团队———带来了难以置
信的机会。传统的欧美顶级知识生产者与全球科学合作的新进入者相比，优势
和劣势各不相同，对发达／发展中国家科学系统中的知识生产者可能具有多样
化的影响。全球化提供了一种背景，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中的国际合作提供了
渠道，发展中国家由此可以比在科学史上任何时候都易于获取发达国家的知
识。双赢的合作类型肯定占主导地位（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８），但发展中经济体在知识
生产中搭便车的行为也是可能的，这会对学术科学家在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平衡
产生负面影响（Ｆｒｅｅｍａｎ，２０１０）。
在这两组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中，还

涉及对学术研究的公共资助以及公众未来在基于税收的资助分配中的作用。
核心的政策问题是：为什么国家要在整体上资助学术研究，特别是资助那些在
世界一流大学进行的国际合作程度高的学术研究。各国政府提出的理据可能
不适合由国际化程度高的科学家进行的全球互联的网络科学之新现实，政府因
此确实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他们在国际知识生产和合作的前沿研究中寻
求国家利益和地方应用，也许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日益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性
质，在此似乎没有简单的方法将国家资金与地方利益和应用联系起来。政策制
定者和研究的国家资助者可能局限于国家科学的传统视野，与那些日益从全球
科学中获益的科学家个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新的全球科学的性质完全符合为个体和职业生涯提升目的而进行科学研

究这一始终存在的、比公共更私人化的性质，个体科学家及其从事科学的动机
居于学术事业的中心。在学术职业的传统想象中的默顿规范主导下，这种私人性
质的作用被低估了；然而从哈格斯托姆（Ｈａｇｓｔｒｏｍ，１９６５）到瓦格纳（Ｗａｇｎｅｒ，

２０１８）的一系列研究中，可以追溯个人学术声望和承认在科学中的关键作用。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全球科学是由各国政府资助的。除了一些慈善资金为

全球范围内选拔的那些具有重大挑战意义的研究提供资助，如比尔和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自成立以来在１３５个国家的赠
款总额达５４８亿美元，没有其他可用于大规模研究的全球资金。在高度发达的
经济体中，拥有强大的公共资金支持的庞大学术科学体系，其国家／全球的张力
更大；而在欠发达经济体中，科学体系弱小且公共资金不足。然而全球科学无
法停步，全球经济中合作伙伴之间长期得失的分配远未明确；除了一个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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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认为国际研究合作对全球科学有利，在全球范围内对社会有利，特别是从
科学作为全球集体利益的角度来看。然而，为了理解和应用知识并继续作为全
球科学的合作伙伴而发挥作用，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各国也需要有自己的科
学基础设施和训练有素的人员，尤其是博士生和年轻的博士（Ｍａｔｔｅｉ，２０１４）。因
此，国家的科学独立性依赖于政府对研究的投资 （Ｃｈｉｎｃｈｉｌｌａ－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Ｓｕｇｉｍｏｔｏ　＆Ｌａｒｉｖｉèｒｅ，２０１９，６）。
研究合作中的控制形式多种多样，控制从松散到严格的层次不同；在非正

式合作中，通常政府和院校的控制都是有限的。然而，在正式的和受资助的合
作中，政府、院校和资助机构对合作的控制也是有限的———一旦向国内的学术
带头人（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及其国际研究团队提供资助，对于科研中谁与谁
合作以及谁在做什么研究的控制是有限的。国际研究合作的概念在资助者、国
家资助计划中的受资助者及其国际合作者的假定中可能有很大不同。正如瓦
格纳所解释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不是如何与德国、英国或美国进行合作，而
是如何从网络———无论其位于何处———获取适用的知识，使之与当地的需求和
问题相关，并将它们关联起来。”（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６，１７１）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
关键的方面是将合作的成果带回国内，从而满足当地的需求。
科学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科学系统是由单一实体创建或规划的———最

自然的候选者是全球科学强国美国；全球科学系统嵌入科学家自己制定的规则
中，并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进行维护。这意味着民族国家在其科学政策中还有
另一个主要层面需要考虑———全球层面伴随着区域、国家和地方层面，而非取
而代之。虽然公共资金是全球科学发展的关键，但创新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
只有科学家能够识别和定位它们并找到使它们适用于当地的方法。“跟踪支出
的产出和结果可能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在过去一直是对于科学的公共问责制的
模型”（Ｌｅｙｄｅｓｄｏｒｆｆ　＆ 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８，３２４）。

七、全球科学与个体科学家的力量

在此需要总结一下，本文有一条主线贯穿了之前的所有部分———全球科学
的兴起与发生在科学界基层和科学家个人的微观层面的变革密切相关。他们
的动机很重要，因为在个体科学家微观层面的合作选择，决定了国家在宏观层
面的国际合作（Ｋａｔｏ　＆Ａｎｄｏ，２０１７）。
有关国际研究合作的大量文献支持这样的论点：这种合作的程度最终取决

于科学家自身（Ｍｅｌｉｎ，２０００；Ｗａｇｎｅｒ　＆Ｌｅｙｄｅｓｄｏｒｆｆ，２００５；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８；Ｋｉｎｇ，

２０１１；Ｋａｔｏ　＆Ａｎｄｏ，２０１６；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１；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１８；Ｕｌｎｉｃａｎｅ，２０２１）。
大学教师国际化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被认为更多是由根深蒂固的个人
价值观和偏好所塑造的，而非院校和学术学科（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Ｗａｌｋｅｒ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３），更不是政府及其机关（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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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全球连通性（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在中等收入国家科学发展中的
作用时，巴纳德等（Ｈ．Ｂａｒｎａｒｄ）强调了个体科学家的作用越来越大。全球科学
系统和国家科学系统的联系与其说是通过正式的机构合作建立起来，不如说是
通过科学家个人及其工作———“是个人跨越了地方和全球的世界”。换句话说，
在研究者个体层面，研究中的本地联系和全球联系之间不存在权衡，它们应该
被视为“补充”而非“替代”。因此，较先进国家和较不先进国家之间的科学联系
是通过个体科学家创造的（Ｂａ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４００—４０１）。
也许从本文的角度看，最重要的一点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科学系统向全球

科学系统的转变意味着渐渐由研究者制定实施科学的规则，而不是国家当局。
科学的网络化模式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对新进入者、特别是新的国家开放机会。
然而，正是个体科学家及其决定在全球层面带来不同，并改变了科学的进程。
合作网络产生于数百名科学家的选择，他们塑造了网络的生长和演变，以“寻求
自己福利的最大化”（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８，１０）。
几十年来，现有的研究文献一直在解决学术科学家为何与其他学术科学家

合作的问题。也许最好的答案是最简单的一个：“科学家合作是因为他们从中
受益。”（Ｏｌｅｃｈｎｉｃｋ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４５）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家作为“精打细算的
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合作，因为他们从这种合作中受益更多———在晋升、
任期、声望或获得研究资金方面；而不是从任何其他类型的合作（国内合作、校
内合作）中受益。科学家表明了“对合作的务实态度———当有好处的时候，就会
发生这种特定的合作，否则就不会发生”（Ｍｅｌｉｎ，２０００，３９）。
也许当今科学最显著的特征是存在着自组织网络，并遍布全球。这些网络

由研究者组成，“他们合作不是因为他们被告知，而是因为他们想要……科学的
好奇心和雄心是这所新的无形学院在工作中的主导力量”（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８，２）。
科学家在网络中工作，网络由这些科学家之间的联系构成。科学家倾向于跨国
合作，因为他们“追求卓越”并希望与其领域内最杰出的科学家合作（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１，５７）；他们寻求“资源和声誉”（Ｗａｇｎｅｒ　＆ Ｌｅｙｄｅｓｄｏｒｆｆ，２００５，

１６１６）；学术奖励结构激励他们利用合作和国际合作发表以形成自己的优势
（Ｇｌｎｚｅｌ，２００１）。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是由“成功的内在动机”和“取得更好成
就的动机”所驱动（Ｋａｔｏ　＆ Ａｎｄｏ，２０１６，２）。因此，它主要是好奇心驱动的，反
映了“个体科学家对声誉和承认的抱负”（Ｋｉｎｇ，２０１１，２４）。科学中传统的战后
“政府民族主义”与这一全球科学共存，因为科学家相信，他们的好奇心驱
动———而不是国家驱动———的方法“最适合实现他们的个人科学抱负”（Ｋｉｎｇ，

２０１１，３６１）。
瓦格纳和雷德斯多夫（Ｌ．Ｌｅｙｄｅｓｄｏｒｆｆ）检验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全球科学

是一个新兴的自组织系统，其中研究伙伴和研究主题的选择有赖于科学家自己
做出选择（Ｗａｇｎｅｒ　＆Ｌｅｙｄｅｓｄｏｒｆｆ，２００５，１６１０—１６１１）。他们参照自组织的概
念（Ｕｌｎｉｃａｎｅ，２０２１；Ｍｅｌｉｎ，２０００），检验了国际研究合作是否可以被证明产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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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将奖励、声誉和合作网络提供的资源联系在一起的自我利益”，并使用
网络分析法检验了文献计量数据。他们还研究了领域层面的优先连接机制，并
得出结论：科学家在国际合作上的个人选择可能是由科学内部的奖励结构所推
动的，并受到全球的众多合作者和他们之间弱关系的影响———相对来说，弱关
系容易建立和切断，因为他们不是并肩工作，而且在同一机构内这种合作可能
产生的社会责任也比较弱。
国际、国内、校内以及单独研究或无合作这些主要合作类型之间的关系是

复杂的，取决于国家科学系统内部或外部的众多因素。全球网络化科学的发展
可能最好通过优先连接机制来看待。用以解释科学家寻求合作的个人行为的
优先连接机制，意味着科学家希望与其他具有较高声誉的科学家建立联系，或
获得关键资源或资金———“优先连接显然对处于系统顶端者有利，无论我们把
他们看成个体科学家还是整个国家”（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８，６２）。正如马金森所评论
的：“同一学科或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希望一起工作。他们通过创造知识履行其
个人和集体的职责……，知识自由流动，科学及其联系继续增长并向各个方向
传播”（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２０２０，５０）。因此，全球科学的出现表明了科学中的个体所
拥有的权力。“科学家和工程师可以自由地追随他们自己的兴趣和职业生涯，
无论被带到哪里。……大多数科学家将寻求提高他们的声誉或获得资源，而不
考虑其原籍国的利益，甚至可能以之为代价”（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２０２０，６４）。
全球科学受专业领域内互动监管，为“自主的研究者”提供了代理权

（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　＆Ｘｕ，２０２１）。科学家依靠他们的“个人和集体目标、认知文化、知
识、想象力、联想、信仰和习惯”，全球研究议程取决于全球自治的大学网络
（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　＆Ｘｕ，２０２１，３３）。马金森等提出的“大学全球科学中的行动者”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ｉ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概念与瓦格纳提出的“全球网络科学中的自
由行动者”（ｆｒｅ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概念（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８）、金提
出的“自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概念产生了很好的共鸣。
正如金所强调的，新兴的全球科学为研究者提供了跨越各国政府直接控制

的领土边界而开展合作项目的机会。全球科学网络被视为超越了政府科学民
族主义（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力量，因为它们本质上是私人治
理和自我监管的，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合作是因为合作产生的高质量科学满足
了他们“个人的好奇心以及对尊重、声誉和科学自主权的职业渴望”（Ｋｉｎｇ，

２０１１，３７０—３７１）。全球科学由研究者自己控制，关键的标准化特征是“更强的
自主性、客观性、可检验性和同行评判的概念”（Ｋｉｎｇ，２０１１，３７２）。全球科学的
无形学院是由知识创造共同体的需求所驱动的（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８，３２）。
换句话说，全球科学为那些嵌入国家科学结构并参与全球科学网络的科学家

提供了更多的代理、自治、合作和自我监管，但仍存在不平等和高度分层（Ｋｗｉｅｋ，

２０１９ａ；２０１９ｂ）。全球科学的未来掌握在全球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手中，他们就
是否合作以及如何合作、与谁合作做出个人决定，可以是校内的、国内的或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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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研究伙伴。个人动机促使科学家在研究中进行合作并塑造全球科学。可
以说，科学家个人在科学全球化中的作用（以及以科学家个人而非院校或国家
为分析单位的微观层面分析的力量）被低估了，这值得更多的学者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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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１３］ Ｄｏｎｇ，Ｙ．，Ｓｈｅｎ，Ｚ．，Ｍａ，Ｈ．，＆ Ｗａｎｇ，Ｋ．（２０１７）．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ＫＤＤ　２０１７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４３７—１４４６．

［１４］ Ｅｄｅｌｍａｎｎ，Ａ．，Ｗｏｌｆｆ，Ｔ．，Ｍｏｎｔａｇｎｅ，Ｄ．，＆ Ｂａｉｌ，Ｃ．Ａ．（２０２０）．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４６（１），６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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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Ｅｎｇｅｌｓ，Ａ．，＆ Ｒｕｓｃｈｅｎｂｕｒｇ，Ｔ．（２００８）．Ｔｈｅ　ｕｎｅｖｅｎ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３５（５），３４７—３６０．

［１６］ 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Ｍ．，＆ Ｓｅｔｈｉ，Ｗ．（２０１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　Ｆ．Ｈｕａｎｇ，Ｍ．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 Ｍ．Ｒｏｓｔａｎ（Ｅｄ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ｐｐ．２３７—

２５８）．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１７］ 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Ｍ．Ｊ．，Ｗａｌｋｅｒ，Ｅ．，＆ Ｃｈｅｎ，Ｒ．（２０１３）．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６６（３），３２５—３４０．
［１８］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ｏ，Ｓ．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５９（６３７９），ｅａａｏ０１８５．
［１９］ Ｆｏｓｔｅｒ，Ｉ．，Ｇｈａｎｉ，Ｒ．，Ｊａｒｍｉｎ，Ｒ．Ｓ．，Ｋｒｅｕｔｅｒ，Ｆ．，＆Ｌａｎｅ，Ｊ．（２０１７）．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ｏｃａ
Ｒａｔｏｎ：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

［２０］ Ｆｏｘ，Ｍ．Ｆ．，＆ Ｍｏｈａｐａｔｒａ，Ｓ．（２００７）．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ｉｎ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ｇｒａｎｔ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７８（５），５４２—５７１．

［２１］ Ｆｒｅｅｍａｎ，Ｒ．Ｂ．（２０１０）．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ａｌ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ｎｄ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５），３９３—４０６．

［２２］ Ｇｌｎｚｅｌ，Ｗ．（２００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５１（１），６９—１１５．

［２３］ Ｇｌｎｚｅｌ，Ｈ．Ｆ．，Ｍｏｅｄ，Ｕ．Ｓ．，＆Ｔｈｅｌｗａｌｌ，Ｍ．（Ｅｄｓ．）（２０２０）．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Ｃｈａ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４］ Ｇｕｉ，Ｑ．，Ｌｉｕ，Ｃ．，＆ Ｄｕ，Ｄ．（２０１９）．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Ｇｅｏｆｏｒｕｍ，１０５，１—１２．

［２５］ Ｈａｇｓｔｒｏｍ，Ｗ．Ｏ．（１９６５）．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２６］ Ｈｅｎｎｅｍａｎｎ，Ｓ．，＆Ｌｉｅｆｎｅｒ，Ｉ．（２０１５）．Ｇｌｏｂ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Ｄ．Ａｒｃｈｉｂｕｇｉ

＆ Ａ．Ｆｉｌｉｐｐｅｔｔｉ（Ｅｄｓ．），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ｍｅｒｓｅｔ，ＮＪ：Ｗｉｌｅｙ．

［２７］ Ｈｊｒｌａｎｄ，Ｂ．（２０１６）．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　ｎｅｅｄｓ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　Ｃ．
Ｒ．Ｓｕｇｉｍｏｔｏ（Ｅ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ｐ．２０—

４７）．Ｂｅｒｌｉｎ：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２８］ Ｉｏａｎｎｉｄｉｓ，Ｊ．Ｐ．，Ｂｏｙａｃｋ，Ｋ．Ｗ．，＆ Ｋｌａｖａｎｓ，Ｒ．（２０１４）．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ＰＬｏＳ　Ｏｎｅ，９（７），ｅ１０１６９８
［２９］ Ｋａｔｏ，Ｍ．，＆Ａｎｄｏ，Ａ．（２０１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１０（２），６７３—６９４．
［３０］ Ｋｉｎｇ，Ｒ．（２０１１）．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２４（３），３５９—３７６．
［３１］ Ｋｗｉｅｋ， Ｍ． （２００５）．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
［３２］ Ｋｗｉｅｋ，Ｍ．（２０１５）．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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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ｙ　ｏｆ　１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ａ　ｍｉｃｒｏ－ｌｅｖｅ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２），３４１—３５９．

［３３］ Ｋｗｉｅｋ，Ｍ．（２０１６）．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ｌｉｔｅ：Ａ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ａｃｒｏｓｓ　１１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７１（３），３７９—３９７．

［３４］ Ｋｗｉｅｋ，Ｍ． （２０１８ａ）．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ｏｐ　ｅａｒｎｅｒ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ｅｓｔｉｇ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ｌ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４５（１），１—１３．
［３５］ Ｋｗｉｅｋ，Ｍ．（２０１８ｂ）．Ｈｉｇ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　ｕ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ｈｏ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ｏｐ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ｓ？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１５（１），４１５—４６２．
［３６］ Ｋｗｉｅｋ，Ｍ．（２０１８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２，Ｉｓｓｕｅ　１（２０１８）．１—２５．

［３７］ Ｋｗｉｅｋ，Ｍ．（２０１９ａ）．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ｋ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３８］ Ｋｗｉｅｋ，Ｍ．（２０１９ｂ）．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ｈａｔ　ｉｔ　ｍｅａ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７３（４），

４１９—４４４．
［３９］ Ｋｗｉｅｋ，Ｍ．（２０２０ａ）．Ｗｈａｔ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ｔｅｌｌ　ｕｓ　ａｂｏｕ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８１，４９３—５１９．

［４０］ Ｋｗｉｅｋ，Ｍ．（２０２０ｂ）．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２４，５７—１０５．

［４１］ Ｋｗｉｅｋ，Ｍ．（２０２１）．Ｔｈｅ　ｐｒｅｓｔｉ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８１，４９３—５１９．

［４２］ Ｋｗｉｅｋ，Ｍ．，＆ Ｒｏｓｚｋａ，Ｗ．（２０２０）．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Ａ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２５，００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ｓ．Ｆｉｒ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１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ｄｏｉ．
ｏｒｇ／１０．１１１１／ｊｏｅｓ．１２３９５．

［４３］ Ｋｗｉｅｋ，Ｍ．，＆ Ｒｏｓｚｋａ，Ｗ．（２０２１）．Ｇｅｎｄｅｒ－ｂａｓｅｄ　ｈｏｍｏｐｈｉｌｙ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ｎ－ｗｏｍａ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５（３），１—３８．

［４４］ Ｌｅｙｄｅｓｄｏｒｆｆ，Ｌ．，＆ Ｗａｇｎｅｒ，Ｃ．Ｓ．（２００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ｒｅ　ｇｒｏｕｐ．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２（４），３１７—３２５．

［４５］ Ｍａｌｌａｒｄ，Ｇ．，＆Ｐａｒａｄｅｉｓｅ，Ｃ．（２００８）．Ｇｌｏｂ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Ａ
ｎｅｗ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　Ｇ．Ｍａｌｌａｒｄ，Ｃ．Ｐａｒａｄｅｉｓｅ　＆Ａ．
Ｐｅｅｒｂａｙｅ（Ｅｄｓ．），Ｇｌｏｂ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ｐｐ．１—３９）．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４６］ 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Ｓ．（２０１６）．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Ｓ．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Ｂ．

Ｊ．Ｔａｙｌｏｒ（Ｅｄｓ．），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ｐ．１３—２４）．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４７］ 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Ｓ．（２０１８）．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ＣＧ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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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Ｓ．（２０２０）．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ｙｓｔｅｍ．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Ｉｎ　Ｃ．Ｃａｌｌｅｎｄｅｒ，Ｗ．Ｌｏｃｋｅ，＆ Ｓ．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Ｅｄ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ｐｐ．３５—５１）．Ｌｏｎｄｏｎ：

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
［４９］ 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Ｓ．（２０２１）．Ｗｈａｔ　ｄｒｉｖ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ｌｉｎｅ　ｆｉｒｓｔ　Ｊｕｎｅ　１７　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８０／

０３０７５０７９．２０２１．１９４２８２２．
［５０］ 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Ｓ．，＆Ｘｕ，Ｘ．（２０２１）．Ｍｏｖ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ｃｅｎｔｒ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Ｇ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６３，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１．
［５１］ Ｍａｔｔｅｉ，Ｐ．（Ｅｄ．）（２０１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ｍ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５２］ Ｍａｔｔｅｉ，Ｐ．（２００９）．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Ｆｒｏ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ｏ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５３］ Ｍｅｌｉｎ，Ｇ．（２０００）．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ｅｖｅ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２９，３１—３４．
［５４］ Ｍｅｌｋｅｒｓ，Ｊ．，＆Ｋｉｏｐａ，Ａ．（２０１０）．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ｅ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７（４），３８９—４１４．
［５５］ Ｍｅｒｔｏｎ，Ｒ．Ｋ．（１９７３）．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５６］ Ｍｏｅｄ，Ｈ．Ｆ．（２００５）．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５７］ Ｍｏｈｒｍａｎ，Ｋ．，Ｍａ，Ｗ．，＆Ｂａｋｅｒ，Ｄ．（２００８）．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ｄｅｌ．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２１（１），５—２７．
［５８］ Ｎｉｅｌｓｅｎ，Ｍ．Ｗ．，＆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Ｊ．Ｐ．（２０２１）．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１８（７），ｅ２０１２２０８１１８．
［５９］ Ｏｌｅｃｈｎｉｃｋａ，Ａ．，Ｐｌｏｓｚａｊ，Ａ．，＆Ｃｅｌｉｎｓｋａ－Ｊａｎｏｗｉｃｚ，Ｄ．（２０１９）．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６０］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Ｒ．，Ｅｇｇｈｅ，Ｌ．，＆ Ｇｕｎｓ，Ｒ．（２０１８）．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ｅｔｒｉｃ－ｗｉｓｅ．Ａ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ｈａｎｄｏ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６１］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１）．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Ｇｌｏｂ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６２］ Ｓａｌｇａｎｉｋ，Ｍ．（２０１８）．Ｂｉｔ　ｂｙ　ｂｉｔ．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６３］ Ｓá，Ｃ．，Ｓａｂｚａｌｉｅｖａ，Ｅ．（２０１８）．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Ｉｎ　Ｂ．

Ｃａｎｔｗｅｌｌ，Ｈ．Ｃｏａｔｅｓ　＆Ｒ．Ｋｉｎｇ（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ｐ．１３０—１４８）．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６４］ ＳｃｉＶａｌ．（２０２１）．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ｗｗｗ．ｓｃｉｖａｌ．ｃｏｍ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

［６５］ Ｓｃｏｐｕｓ．（２０２１）．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ｗｗｗ．ｓｃｏｐｕｓ．ｃｏｍ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

［６６］ Ｓｔｅｐｈａｎ，Ｐ．（２０１２）．Ｈｏ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ｈａｐ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６７］ Ｔａｈａｍｔａｎ，Ｉ．，Ｂｏｒｎｍａｎｎ，Ｌ．（２０１９）．Ｗｈａｔ　ｄｏ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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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Ｖｅｕｇｅｌｅｒｓ，Ｒ．（２０１０）．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ｏｒｌｄ：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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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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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ｓ．７１４—７１５，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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